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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中国 

 

中国的皇权政治与数学文化 

 

张奠宙[①] 

 

摘要   中国的数学文化很自然地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。春秋战国时期的“说客”文化，使得数学以“国家管理文书”的面貌而存

在。隋文帝建立科举制度，功利性的考试文化侵入数学。清代专制统治下的文字狱，使得考据文化与数学联姻。长期的封建皇权统

治，对中国数学发展带来诸多的束缚。缺乏社会民主和学术自由，成为中国数学文化建设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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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数学有过灿烂的成就，呈现出独特的数学文化。综观几千年来中国数学的发展，封建王朝的皇权政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

用。数学为皇权服务的传统，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的灭亡。 

中国的数学文化很自然地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。春秋战国时期的“说客”文化，使得数学以“国家管理文书”的面貌而存在。隋

文帝建立科举制度，功利性的考试文化侵入数学。清代专制统治下的文字狱，使得考据文化与数学联姻。这三种社会文化对数学的

影响，至今依然存在。走到大街上，你问路人为什么要学习数学？ 答案有三。一是“学习数学会算帐”。二是“学习数学为了考

试”。三是“数学可以使人思维严谨”。这里，我们依稀看到中国古代数学中“实用性的说客文化”、“功利性的考试文化”、以

及“思维严谨的考据文化”的影子。 

科学和民主是不能分开的。五四运动同时提出“赛”先生（科学）和“德”先生（民主）的口号，决非偶然。长期的封建皇权统

治，对中国数学发展带来诸多的束缚。缺乏社会民主和学术自由，成为中国数学文化建设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本文不打算全面

探讨。以下只就一头一尾 ——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“实用性说客文化”，以及清中叶以后的考据文化，谈谈它们对数学文化的影

响。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  一   古希腊数学和中国数学的政治文明背景 

 

每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，也就一定有属于这个文化的数学。古希腊的数学和中国传统数学都有辉煌的成就、优秀的传统。但是，它

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。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不同政治文明孕育了不同的数学。 

    古希腊是奴隶制国家。当时希腊的雅典城邦实行奴隶主的民主政治（广大奴隶不能享受这种民主）。男性奴隶主的全体大会选举

执政官，对一些战争、财政大事实行民主表决。这种早期的人类政治文明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。无论如何，少数人的民主比起皇

帝、君王的专制政治，还是有本质的差异。 

古希腊的奴隶主民主政治，对科学的发展，包括数学的发展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奴隶主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，需要在平

等的基础上用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。反映在学术上，就出现了证明。学者们先设置一些人人皆同意的“公理”，规定一些名词的意

义，然后把要陈述的命题，成为公理的逻辑推论。欧几里德《几何原本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。这里试举一例[欧几里德，



1990，15页]： 

命题15  对顶角相等。 

证明  角A 与角C 之和是平角，角 B 与 角C之和也是平角。 

      根据公理3 ：等量减等量，其差相等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A       B 

所以 A = B。 

常人看来，对顶角相等这样的命题，极其直观，并无实用，何必当作一回事去证明一番呢？但是古希腊的文化时尚，是追求理性精

神，以获得对大自然的理解为最高目标。因此，在《几何原本》里，“对顶角相等”这样的命题比比皆是。 

试想，在中国的数学文化里，能够提出这样的命题吗？ 即使有人提出，也断不会为如此直观的命题进行“证明”。深层次地看，

这和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有关。 

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，是知识分子自由表达见解的黄金年代。知识分子（包括数学家）可以自由地来往于许多国家。作为

说客，可以向不同的君王建议各种不同的学说，也包括贡献数学方法，即使君王不采纳也不必担心受迫害。但是这种“百家争

鸣”，并不是古希腊统治者之间的那种民主政治，而仅仅是在君王统治下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。“说客”和君王之间毕竟是不

平等的对话。“争鸣”的核心课题则是如何帮助君王统治臣民、管理国家。各种建议是否被接受，则以是否有利于君王的统治为依

归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中国的古代数学，多半以“管理数学”的形式出现，内容包括丈量田亩、兴修水利、分配劳力、计算税收、

运输粮食等国家管理的实用目标。一部《九章算术》正是这样的246个问题的总汇。从文化意义上看，中国数学可以说是“管理数

学”和“木匠数学”。存在的形式则是官方的文书。至于“对顶角相等”之类的问题，君王们当然不感兴趣。因为同样的原因，中

国尽管有墨子和公孙龙那样的抽象数学思维的亮点，终于成不了气候。 

当然，中国数学强调实用的管理数学，也是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，尤其在算法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负数的运用、解方程的开根

法，以及杨辉（贾宪）三角，祖冲之的圆周率计算、天元术那样的精致计算课题，也只能在中国诞生，而为古希腊文明所轻视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二   从清代的考据学派看中国近代的数学文化 

   

中世纪以后，欧洲的文艺复兴带来了思想的解放，人本主义思潮汹涌。数学思维的闸门随之打开，迎来了以微积分为代表的数学黄

金时代。解析几何的出现，对数表的使用、无穷小算法带来的神奇效果，使得西方弱于计算的缺点渐渐克服。但是，中国的皇权统

治并没有多少改变，数学文化也没有多少改变。古希腊的理性思维精神，除了徐光启等少数人能够欣赏之外，一般士大夫对此不甚

了了。康熙皇帝喜欢数学，那也只是个人行为，不过是请梅氏家族编一本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式的《数理精蕴》而已，离开当时数学

科学的前沿何止千里。 

清代皇权统治的恶果之一是大兴文字狱，迫使知识分子钻到故纸堆里去。清代中期以来，以戴震(戴东原，1724-1777)为首的考据

学派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，其治学方法重实证，讲究逻辑推理，因而贴近数学。中国传统数学于是添上了“考据文化”的色彩。 

考据文化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影响，还没有认真加以总结。正面的影响固然有，负面的影响也不少。总的来说，恐怕还是“束缚”多

于“自由”。 

考据文化对科学的影响，以梁启超的名著《清代学术概论》[梁启超，1998，2页]最有代表性。在该著作中，他认为清代学术的历

史，“一言以蔽之，曰‘以复古为解放’” [梁启超，1998，5页]。“其动机与内容，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”[梁启超，

1998，3页]。“自清代考据学派200年之训练，成为一种遗传。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慎密。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基本要

素。我国对于形的科学(数理)，渊源本远。用其遗传上极优粹之科学头脑，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。” [梁启超，

1998，106页] 评价之高，令人惊诧。 

事实上，清末以来的学术界崇尚“言必有据”、“严谨治学”的文化氛围，恰与西方科学要求严密论证的层面相吻合。梁启超评论

清代学术正统派的学风时，第一条就是：“凡立一义，必凭证据。无证据而以臆度者，在所必摈”[梁启超，1998，47页]。 

至于考据学派对中国传统算学的影响，则更加直接。其中许多人（如戴震、阮元）本就是算学家。“经学家十九天算兼治” [梁启

超，1998，57页]。李善兰（1811-1882）是清末最著名的数学家，他同样熟悉考据学，自称“辞章、训诂之学虽皆涉猎，然好之

终不及算学”（《〈则古昔斋算学〉序》）。考据和数学联姻，并非偶然。数学史家钱宝琮评论说：“到乾隆中叶，经学家提出了

汉学这个名目和宋学对抗，他们用分析、归纳的逻辑方法研究十三经中不容易解释的问题。后来又将他们的考证方法用到史部和子

部书籍研究中去。研究经书和史书都要掌握些数学知识，所以古典数学为乾嘉学派所重视。”[钱宝琮，1992，283页] 

钱宝琮在这里指出研究经史需要数学知识，因而考据学家大多要研究数学。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研究经史的学问家很多，应当

都来研究数学才是，为何唯独考据学家都成了数学家？这乃是因为考据学家使用的是“分析、归纳的逻辑方法”，而逻辑方法正是

数学研究所特别强调的。可见，考据学和算学相关联的内在原因是研究方法的相同：都依靠逻辑推理。 

然而，考据文化是一柄双刃剑。乾嘉考据学派重考证，复周秦之古，崇尚客观的演绎论证，有利于数学中使用逻辑方法。但是，数

学要运用逻辑，数学却决不等于逻辑。数学比逻辑要多得多。数学的发展不是靠逻辑推动的，而是依靠数学观念的革命，新数学概

念的形成，以及新结构的浮现。把数学看成逻辑，等于把光彩照人的数学女王看作一副X光片中的毫无生气的骨架。因此，戴震、

阮元等考据学派的作为，最终并没有把中国数学带出困境。他们的“复古”，没有复到“古希腊的理性精神”上去，而是复到“先

秦”，主张“西学中源”，以为“西方数学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算学中找到根源。结果是把向西方学习数学的大门关死了。 



至于考据学家自己的数学作品，一般只有版本考据价值。除了李善兰等的少量成果之外，在数学进步上并无价值。相反，流风所

及，使得数学研究囿于逻辑演绎，在数学发现、探索、创造等方面又给中国数学教育带来负面的影响。梁启超自己也说过：“清代

学派之运动，乃‘研究’的运动，非‘主义’的运动也。此其收获不逮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’之丰大也欤？”[梁启超，1998，45

页] 这是说得很对的。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三   对当代中国数学文化建设的启示 

 

 文化具有传承性，数学文化也不例外。20世纪的中国，在科学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其中数学的进步十分迅速。进入21世纪之

后，建设“数学大国”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，现在正向“世界数学强国”的目标前进。在这一进程中，数学文化的重要性益发突

出。没有先进的数学文化，就不会产生原创性的数学成果，更难以形成具有特色的数学学派。 

让我们先来分析考据学派对今天数学的影响。 

中国传统数学到李善兰时已经画上句号，后来的中国现代数学，则是到国外留学的博士重起炉灶，于五四运动前后发展起来的。它

和考据学派没有学术血缘关系。但如前所述，清代以来考据学派的活动已形成一种文化现象。其精神业已渗入治学者的血液之中，

成为文化“遗传”的一个基因。在此文化背景下，重考据、讲推理已不只是个人行为，而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一种基本态度，这当

然也包括对数学的态度。特别是，考据学派的实证推演论证方法和数学的逻辑思维特征很自然地相合，给中国的数学发展打下了深

刻的烙印。 

20世纪初年，考据学仍是一种学术时尚。1918年2月19日前后，《北京大学日刊》发表讲师刘鼎和《书尔汝篇后》的文章，接着

又刊出署名为理科数学门毛准的文章《书“书尔汝篇后”后》，先后和胡适的考据学论文《尔汝篇》讨论，后来胡适也有回应。

《北京大学日刊》是一份公告式的新闻类日报，尚刊登此类文章，可见当时考据学是何等普及. 数学门的学生写考据学文章, 那时大

概也不鲜见。 

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, 并没有批判考据学派的局限，相反却成了提倡科学的盟友。这一点，可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和

考据的关系来考察。 

胡适出身儒学世家，自幼熟读经书。1910年，他到北京参加第二批庚款留美考试, 经他二哥好友杨志洵的指点, 才发觉做学问要从

《十三经注疏》开始, 即从考据入手。留美期间, 他在熟悉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同时，完成《诗三百篇言字解》《尔汝篇》《吾我篇》

《诸子不出于王官论》等典型考据学作品。学习西方科学与传统考据学研究能并行不悖，令人惊奇。胡适回国之后, 继续“整理国

故”, 从事《红楼梦考证》等等考据学工作. 他的哲学思想当然是秉承杜威的实用主义, 但是他的名言“大胆地假设, 小心地求证”, 

却明显地有考据学派的影子。 

1922年, 胡适正式接触戴震的哲学, 内心深受震动，并立即投入研究。1923年底，开始撰述《戴东原的哲学》[胡适，1987], 至
1925年8月,“改削无数次，凡历二十个月方才脱稿”。胡适这时认识到:“中国旧有的学术, 只有清代的‘朴学’确有科学精神”。

对此,他在《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》[胡适，1953]中作了进一步阐述: 

“这个时代是一个考证学昌明的时代，是一个科学的时代。戴氏是一个科学家，他长于算学，精于考据，他的治学方法最精密，故

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，教人处处用心知之明去剖析事物，寻求事物的条则。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。” 

20世纪上半叶，正是数学上形式主义、逻辑主义等风行的时代。考据学派的宗旨和形式主义哲学思潮相结合，“数学是思想的体

操”，“数学的作用就是培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”，“数学研究就是在文献夹缝里找题目”，“数学上只要逻辑正确，就可以发

表”等等观念，风靡一时。这种影响，至今仍然相当普遍。中国数学研究的原创性成果不多，缺乏“大视野”的研究气魄，“好”

的数学难以产生，这和数学文化的缺失，恐怕不无关系。 

“治学严谨”本来不错。但是“严谨至上”，以挑人家的毛病，咬别人的“硬伤”显示自己“高明”就不好了。创新往往难以避免

硬伤。对于一项研究，如果大局正确，小有不足，应该热情“补台”。好的文化氛围，只有严谨的考据是不够的。 

数学和逻辑的关系本来是很清楚的。大数学家希尔伯特（Hilbert· David）说：“数学具有独立于任何逻辑的可靠内容，因而它不

可能建立在唯一的逻辑基础之上”[Kapur，1989，265页]；另一位大数学家H. 外尔（Hermann Weyl）则说得更明白：逻辑不过

是数学家用以保持健康的卫生规则 [Kapur，1989，38页]。确实，逻辑是贫乏的, 而数学是多产的母亲。 

最后，让我们来观察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的另一个源头：“功利性的实用管理数学。” 关注数学的实用性，是一个好的传统。特别

是发扬中国古代数学中注重算法的传统，更具有现实意义。吴文俊在机械化证明上的成就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 

笔者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古希腊倡导的那种理性思维精神，在中国还没有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。理性思维精神的基础在于“学

术自由”，现今的中国仍然不能说够了。这里摘引H·外尔在“德国的大学和科学”一文中引述的一段话[外尔，2004，89页] ： 

“在德国人的头脑中，大学的概念包含着一个目标和两个条件。一个目标是 Wissenschaft，意指最崇高意义上的知识，即热情

地、有条不紊地、独立地追求一切形式的真理，而完全不计功利。两个条件是Lehrfrieheit 和Lernfrieheit。前者指教师的教学是自

由的，可以教他选择的东西。后者指学生可以摆脱一切强制的必修的训练、背诵、提问和测验。” 

在今天看来，这样的大学好像是理想国里的“桃花源”。但是，德国既然有过这样的传统，它在今天必然或隐或现地在引导着大学

和科研机构的前进步伐。美国后来居上，也有象普林斯顿研究院那样的“象牙塔”。至于中国，我们几乎还没有创造出这样的学术

环境。数千年的皇权统治，缺乏那样的科学民主机制，很少这样的学术自由。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，就应当多多借鉴，刻意培育这

种传统才是。遗憾的是，现今的科学管理模式，庶近于“粗暴干涉”。对于每一个科学工作者，要求每年发表若干论文，而且必须

发表在“莫须有”的核心刊物上。数量决定一切，质量是不问的。本来就缺乏“学术民主”和“自由追求”的传统，“科举考试文



化”的幽灵一直在游荡，而新的机械化管理加深了科学文化（包括数学文化）的危机。 

最近读到严士健先生的文章[严士健，2004]，提到华罗庚先生在196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数论、二次型、自守形式等学科之间存在

着内在联系。只是由于那时的环境，这一预见没有能够实行，也没有机会向大家谈论这些想法。假如，华罗庚先生能够获得一个自

由的学术环境，中国当代数学的历史也许要改写了。众所周知，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数学系有一个数学俱乐部，年长的大家和年轻的

学生都可以参加。在那里人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数学议论，包括成熟的或者不成熟的。为了做“好”的、有创意的数学，需要有

一个地方能够随意探讨数学未来的发展方向，发表不成熟意见的“俱乐部”和“沙龙”。现在的中国似乎还没有。 


